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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家寫出「馬列主義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公開宣傳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

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發表這張大字報的同時還按毛澤東的批語發表了評論

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在此「樣板」的啟示下，一時間大字報在全國

鋪天蓋地湧現。在北京，有許多外國專家在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外文

局、中央編譯局和一些大專院校、科研部門工作，他們大多是在國際風雲變幻

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敬仰毛澤東的，這時也響應號召，紛紛寫起大字報來。其

中較著名的是1966年8月31日由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均是化名）

四位美國專家合寫的大字報，它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

報」。可是，有關它的產生經過與原因卻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1967年的一次紅Ï兵集會上，這張大字報的其中一位作者寒春具體談

到了寫作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她指出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在生活上受到特

別照顧，與中國人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特別是在60年代以後，更有一整套

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以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

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

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

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

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整天就

只有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O，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她

女兒的情緒因此變得反常，更向父母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在這種

情況下，她給外事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和有害

的。她說：「7月17日晚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

我們提出的為甚麼硬把外國人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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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 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位外國專家

感到這種「令人罕見的政治壓迫的氣氛」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她

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是有人「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

階級國際主義」。於是，在紅Ï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

大字報1。

此外，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有一篇報導寒春的文章，題為〈在

毛澤東思想大學校O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文中亦提到

了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事：

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

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

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

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但由於當時的報導並沒有披露大字報的具體內容，致令許多文革參加者與

今天的人們只知有其事但卻無法得悉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因此，有必要將其轉

引如下2：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甚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

鬼蛇神指示的這種對外國人的待遇？為甚麼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

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甚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態度：

「五無」：

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四、

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

「二有」：

一、有高、特高的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的是甚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的

思想，這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的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呢？

結果又是甚麼呢？

1. 是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

2. 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3. 阻礙在中國的

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 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的階級弟兄隔

離開，破壞他們之間的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

堅決反對這種待遇。我們決心要成為真正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

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

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為修正主義

份子。因此，我們要求：1. 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

我們；2.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 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 允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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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 我們

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

國工作人員一樣；8. 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偉大的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

歲！萬萬歲！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上報到最高領導層。1966年9月8日，毛澤東對這張大字

報作了如下批示3：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

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寒春後來在一次紅Ï兵集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後的心情時說4：

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的頭腦中沒有框

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只用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的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

砸個稀巴爛！我們擺脫了它！大門向我們敞開r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

游泳！

當時，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當然不只這一份。1966年10月9日的《人民日

報》上報導了〈他們和我們並肩戰鬥——在京外國朋友熱情支持我國文化大革

命〉，其中就提到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1967年4月17日《人民

日報》以〈聽毛主席的話，學習白求恩〉為題，報導北京白求恩醫院一位英國骨科

專家熱情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1966年秋天的一個夜晚，這位英國專家全家

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

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志

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

大字報⋯⋯」。可見，當時外國專家寫大字報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現在看來，這些大字報表現了外國專家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

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在《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所回憶

的：她是因為敬佩毛澤東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

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

道路」。戴妮絲還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

總體來說，外國專家投身這場運動並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是為了中國人

民的利益，出於對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崇敬與信任，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

求。他們不少人是在青年時代，在中國革命艱苦的「延安時期」就來到中國，像

文革中反覆宣傳、奉為經典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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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 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確實反映了當

時外國專家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心情。

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與活動

紅Ï兵運動興起之後，年輕幼稚的紅Ï兵就急欲將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

「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大

眾」。當時在北京就有性急的學生打出了「國際紅Ï兵中國支隊」的旗號。每天都

有很多紅Ï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國際紅Ï兵，有的年輕人還激烈地提出，若

不盡快成立國際紅Ï兵就會給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造成損失，就是犯罪。一些外

國留學生還向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提出要回國組織紅Ï兵，但受到陳毅

的勸阻。紅Ï兵想把文革之火燃向國外的天真意圖沒有真正實現，但是文革之

火卻在中國境內特別在首都北京的外國專家中間燃了起來。

在毛澤東為前述四位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作出批示之後四天，定居北京

的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紅Ï兵贈送給她的袖

章，成為一名「名譽紅Ï兵」——她可能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

反派」。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戴�紅Ï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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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不久，在北京的外國專家也紛紛仿效中國

同事們的作法，建立起「白求恩—延安戰鬥隊」、「國際燎原造反隊」等造反組

織。在北京舉行的一些重大集會上，開始出現了不同膚色的、在衣袖上戴�紅

袖章的外國造反派的身影。1967年3月3日，《人民日報》關於首都大專院校紅Ï

兵代表大會成立的報導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大會宣讀了由在京外國友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賀

信。紅�兵代表們對國際戰士的祝賀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

法國專家戴妮絲參加了這個「造反組織」，她回憶道：「外國專家也投身到運

動中，參加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名字既好聽又響亮，紅袖章上也寫

上了這個名字。」5當時已擁有中國國籍、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美裔專家沙博里

在他的回憶錄《一個美國人在中國》中也寫道：他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的一個

戰鬥隊，「後來又參加了一個外國人組成的『革命』隊」。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之後，外國專家中的「造反派」也同

中國的許多紅Ï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旋渦O，語言和行動都變得

極「左」起來。當時紅Ï兵、造反派有一個從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學來的常用口號，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一位外國專家在「批判劉少奇」的發言中就別出心裁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隻

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反對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

他反對世界革命。

那個年代流行的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影響了外國專

家。據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當時進行的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翻譯工作，

因有兩位專家對某些詞彙的譯法產生分歧，致令出版時間被延誤了，這件事

後來被上綱成「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一天，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

「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後就去找她所在的戰鬥

隊的頭頭，說明「這不是他們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

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那位外國

專家「造反派頭頭」聽不進去，回答說：「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

打擊群眾的積極性。」6

當時外國專家造反派的鬥爭矛頭還指向了路易．艾黎和馬海德這樣的著名

人士，韓素音曾有這樣的描述7：

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想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僑

成立了一個「白求恩」組織。他們把突然發現的革命熱情用到像路易．艾

黎、馬海德這樣的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們揭發

路易是「特務」，與國民黨暗中有來往。路易受到「審查」，發現他曾寫過讚

揚賀龍元帥的文章，還有一張他與賀龍的合影。朋友們再也不去看望他

了，只有馬海德和另一位醫生，漢斯．米勒，他們經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

壓力，始終與路易緊緊站在一起。這些外國人召開了「鬥爭會」，中國式的

在毛澤東為四位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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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 鬥爭會，批判路易。後來，他的一些書也被銷毀了。這些西方人，其中也

有美國人，表現出的惡毒——沒有別的詞來描述——是群體性精神變態的

一個可怕的實例。「你應當看看他們當時的那個樣子」，幾年後路易溫和地

笑r對我說：「他們就像無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來了，噴r怒火。他們認

為他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後，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

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中央

人民廣播電台的「奪權」。

李敦白原是美國南方的共產黨員，出身名門卻「離經叛道」，17歲就參加工

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運動。1946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

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他去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朱

德的親切接見。他從此留在中國解放區，熱情獻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

業。儘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蘇聯指責他是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在中國的成

員而含冤入獄達六年零三個月之久，但他出獄後仍然矢志不渝地為中國人民的

革命和建設事業熱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活躍於北京群眾組織間的

風雲人物。《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用了大半版的篇幅發表李敦白的文章〈中國

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在同月14日的《人民日報》關於〈首都

科學技術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集會狠批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即批判劉少奇《論

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報導中，又大段報導了李敦白在會上的發言。一位既

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外國經濟學家曾對韓素音說8：

「我已寫信給林彪」，她語氣非常堅決地說。她的兩個兒子對住在北京的外

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及他們所起的作用極為不滿，百般挑剔。「你知道

嗎？是一個叫做西德尼．里頓伯格（引者註：即李敦白）的美國人幾乎完全

控制了中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權！」她憤憤不平地對我說。

在1967年春夏之間，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在北京十分活躍，從當時的紅Ï

兵小報上可看到他們的活動。比如由首都大專院校紅Ï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

辦的《首都紅Ï兵報》，在1967年2月14日出版的第29號上就報導：

外國在京朋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組織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

貼出「祝賀革命造反派奪權！」和「為甚麼革命友誼賓館和資產階級的賓館沒

有甚麼兩樣！」等大幅標語。

1967年5月6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新北大》報第71期又報導：

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最最熱烈慶祝毛主席的

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

會副主任聶元梓同志到會並講了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朋友李敦白

1967年「一月風暴」

掀起後，外國專家

「造反派」也參加了

「奪權鬥爭」。其中最

為有名的，莫過於當

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

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

白參加了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的「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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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日本朋友、國際燎原戰鬥隊代表，非洲學習毛著小組代表，首都工

代會、農代會的代表，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上海芭蕾舞學校「白毛女」小

組赴京演出團代表都發了言。

首都紅Ï兵代表大會的著名組織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東

方紅報》在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報導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開

追悼李全華「烈士」（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Ï兵，5月6日在成都兩派群眾組

織衝突中不幸中彈身亡）的大會情況，報導中提到出席大會的除了來自全國的造

反派以外，還有「來自八個國家的幾十位國際友人」。此外還刊載了兩位外國專

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代表，法國女專家，另一位是「國際燎原造反

隊」代表，日本專家）的發言全文和他們發言時的照片。在發言中，這些外國造

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譴責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表示要

同中國的「紅色造反者」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

利，並爭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全世界的勝利。

官方的《人民日報》對外國專家「造反派」也時有報導，比如1967年5月17日

報導〈首都四十萬革命群眾到英國代辦處前示威〉中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國

際友人和外國專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眾一起來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遊行，

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高呼口號⋯⋯。」

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參加並邀其上台發言的作法在北京風靡一

時，成為一種時髦，甚至使得一向支持紅Ï兵、造反派過激舉動的江青，也在

一次接見紅Ï兵時滿懷醋意地批評他們這樣作是「崇洋媚外」。

在紅Ï兵、造反派捲入派性鬥爭之後，外國專家也身不由己被捲入其中，

但他們並沒有把派性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法國專家戴妮絲記述了由「白

求恩—延安戰鬥隊」組織的一次反對武鬥的遊行示威9：

我們所在的戰鬥隊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我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而且

戴上了紅臂章。我們竭盡全力地喊r，手f揮動r標語或小旗子，「要文

鬥，不要武鬥！」好像在背誦一段經文。我們的隊伍走得很快，我盡最大努

力不讓自己掉隊。⋯⋯這些膚色不同、年齡各異、來自眾多國度的外國人

顯然是沒有私心，為了中國和毛主席的利益，他們把可能遭到毆打的危險

置之度外。起初，人們對r我們微笑，後來就鼓掌表示支持。遊行在一片

歡呼喝采聲中結束。

「外國造反派」的挨鬥與平反

在中國幫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國專家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造反」，

這是那個不正常年代O才會發生的荒唐事。當年的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王力

在《傳記文學》1995年第5期上發表的〈「文革」第一年〉一文中，講了這樣一段有

助於了解當時背景的話：

當時紅º兵逢會必請

「外國造反派」參加並

邀其上台發言的作法

在北京風靡一時，成

為一種時髦，甚至使

得一向支持紅º兵、

造反派過激舉動的江

青，也在一次接見紅

º兵時滿懷醋意地批

評他們這樣作是「崇

洋媚外」。



50 百年中國 我不贊成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

我主張「內外有別」。我說，要兄弟黨參加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

其他黨來解決我們黨的問題，也不好用這大革命來解決其他黨的問題，這

不合乎兄弟黨的關係準則。主席未置可否。

王力這O講到的「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

同仁』」，即是前面談到的毛澤東對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批示（當

時外國專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黨員）。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文革前期

外國專家的「造反」行動，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

直到1967年9月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後，外國專家

中的造反人物才紛紛被冠以「五一六份子」、「國際間諜」等罪名受到批鬥，有的

被迫離開中國，有的被抓進監獄。在這些冤、假、錯案中，連一些外國專家的

子女也受到牽連。韓素音就談到有一對外國專家夫婦的長女莫妮克從巴黎到中

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愛的盛大

節日」，結果卻被以「帶回淫穢書籍」（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的罪名被關入監獄

達三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較溫和的，如法國專家戴妮絲，也受到了

「幽禁」般的對待，她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我們，甚至漸漸地

發展到不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

就走。」

直到林彪集團潰散之後，情況才有改變。1973年3月8日，在中共中央對外

聯絡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外國專家局聯合舉行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

節」招待在京外國女專家和中國女專家的茶會上，周恩來嚴厲批判了「左」傾錯誤

對外事工作的干擾破壞，親自對在文革中被錯誤批鬥或被迫離開中國的外國專

家致以歉意，外國專家陸續得到平反。當時中國的官方傳媒沒有報導這次招待

會的實況，韓素音則作了如下記述bk：

　　周恩來主持招待會，發表了令到會的專家終生難忘的講話。這是一次

「打破常規」的講話，官方未予報導；對這種講話，中國常常這樣處理。但

是參加招待會的人會寫信給他們在海外的朋友，會談論它。

　　周恩來說，林彪及其他「壞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幹了

許多壞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西方人關進監獄。他代表中

國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並保證為他們平反，採取補救措

施。周然後走到幾張桌子前，同人們握手擁抱；其中有一名美國婦女，她

確實吃了不少苦頭，然而她仍自願繼續在中國工作。她說：「我個人的遭遇

事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事大。」華西蒙說：「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

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會心甘情願。」大�．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

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大�．柯魯克是英國

人，被人Ñ造罪名，在監獄f渡過了將近四年。

除柯魯克外，在這次茶會上得到周恩來親自賠禮道歉的還有曾參加「白求

文革前期外國專家的

「造反」行動，是得到

毛澤東支持的。直到

1967年9月開始清查

和鎮壓所謂「五一六

反革命陰謀集團」

後，外國專家中的造

反人物才紛紛被冠以

「五一六份子」、「國

際間諜」等罪名受到

批鬥，有的被迫離開

中國，有的被抓進監

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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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延安戰鬥隊」，後來被打成「國際間諜」的愛潑斯坦與丘茉莉夫婦、六旬高齡

的英國專家夏庇若等。

在茶會上坐在周恩來身邊並第一個得到周恩來賠禮道歉的，是82歲的英國

女專家露絲．史密斯。她曾參與創建英國共產黨，在文革前以71歲高齡來到中

國，先後在外文局和新華社工作。她對中國革命滿懷熱忱，文化大革命開始後

她也積極參加，在1967年3月8日《人民日報》關於〈在京外國女專家熱烈讚頌中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導中，有一段她的專門報導，其中談到她的感想說：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我七十五歲的時候，在中國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生活在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中國，使我感到恢復了青春，充滿了

活力、信心和熱情。」然而她的純真熱情受到了嘲弄，很快她就從一個受讚揚的

「無產階級革命派」變成了受懷疑的人物，最後被迫回到英國。儘管受到不公正

的對待，但她返英後仍不說中國的壞話。直到1971年她80歲大壽時，新華社記

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她，並轉達了邀其再到中國工作的意向。她才又高高興興

地重返中國，並在此渡過餘生。

至於在文革中表現最積極的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李敦白，則因「案情重

大」，一直被關到「四人幫」垮台後的1978年10月才獲得無罪釋放，平反昭雪。

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這些外國專家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徹底

平反，許多人至今還在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熱情地工作�。

註釋
14　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十五兵團：《一個美國專家對劉鄧反動路線的控訴——

美國寒春同志發言》，轉引自《聾人風暴》（重慶，1967）。因是剪報，故無期號。

23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º報》編輯部：〈國際友人批《修

養》〉（北京，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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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8日，周

恩來在一個茶會上嚴

厲批判了「左」傾錯誤

對外事工作的干擾破

壞，親自對在「文革」

中被錯誤批鬥或被迫

離開中國的外國專家

致以歉意，外國專家

陸續得到平反。


